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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 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

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

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

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

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

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

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

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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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２０世纪末到２１世纪初,我国农民收入进入了低速增长阶

段,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全国居民收入增幅的平均水平,部分种粮农户收入甚

至出现了下降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

入为目标的政策措施,２００３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导向

和带动作用;２００４年出台了２１世纪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

政策的意见»,主题正是围绕农民增收问题,该文件提出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

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２００８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列入农村改革发展最基本的目标任务.在一系

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持下,我国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２０１６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２４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到２．７２∶１,实现了连续七年缩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４—

２０１６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９４２６．６元,年均增幅为２４．７％.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

时收储政策作为新时期重要的农业政策之一,在稳定粮食价格和产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

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来说,稳定的粮食价格和产量是其增加收入的前提条件,但这一阶段农户收入的增

加是否与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有直接关系,如果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加有促

进作用,那么该作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的? 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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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粮食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问

题都是其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完善的农业和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可以通过

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金融支持、农业税收减免等政策来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以美国为例,其农业

支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收入向农民转移,以此来确保农民获得最低收入[１],并且

农业补贴政策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农业支持政策,还减少了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２].
除了农业补贴政策,美国的最低收购价格和无追索权贷款等农业政策在稳定农户收入,尤其是在增加

小规模农户收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３].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农业补贴政策来增加农民收入,

Mathijs等的研究发现,机械、畜力和耕地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对东欧国家的农户收入增加发挥了重要

作用[４];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验证[５],通过规模经营提高产

量,也能增加农户收入[６];但是已有相关研究对于劳动力投入在农户收入增加方面的作用得到的结论

并不一致.
国内学术界有关于我国粮食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的结论也存在明显的分歧.部分研究认

为,我国粮食政策对增加农户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主要通过增加粮食产量来实现收入的增

加[７Ｇ９],而增加收入的作用途径主要有:通过增加土地与资金的投入来增加农户收入[１０],以及通过增

加农业机械化投入起到增收的效果[１１].但也有研究认为,虽然粮食政策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但
并未提高粮食产量[１２];粮食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１３Ｇ１４],并且最低收购

价政策对农户的增收效应随着粮食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大[１５].然而另一些研究认为,我国粮食

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加并没有起到明显促进作用[１６Ｇ１８],尤其对我国的粮食收购政策来说,粮食收购价

格提高带来的收益增加部分大多数被农资部门所获得,农户只是得到了非常小的一部分[１９Ｇ２０].
可见,国内外现有文献对粮食政策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作为我国新时期

最重要的粮食政策,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等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农

户收入作用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但对于增收效应的作用途径大多集中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然而,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农户收入构成呈多元化的趋势,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所占

的比例在不断缩小,单纯依靠农业政策,尤其是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可能未必显

著.为了验证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是否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本文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

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农民收入构成的多元化,将农民收

入分解为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进一步研究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发挥增收作用的机制.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１．研究方法

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众多而复杂,仅通过简单地对比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农户收入的变化,无法全

面准确地分析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首先,不同年份农户收入的变化可能是宏

观经济发展差异的反映;其次,不同地区农户收入的不同可能是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特征的不同

所致,均不能完全反映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本文接下来采用政策效应研究常用的双重差分法

(也称“倍差法”)来研究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无
论是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还是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均以省为单位实施,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实施,而仅在个别主粮主产省实施,因此,可以有效地选择试验组和对照组;第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

规定,各种主粮不允许跨省收购,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之间存在溢出效应;
第三,对于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而言,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外生事件,所以可以进行无偏

估计.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同一省份主粮生产在政策实施前后有差异,另一方

面也使同一时间点上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之间有差异,从而使基于双重差异形成的估计既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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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控制其他同时期政策的影响,也能控制政策实施省份与未实施省份的事前差异,进而准确分析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２．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人均收入(Yit),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用虚拟变量policyit表

示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省份,实施政策的省份取值为１,未实施政策的省份取值为０;用虚拟变量

timeit表示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时间,实施政策的年份取值为１,未实施政策的年份取值为０.为

了检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构建政策实施省份(policyit)和政策实施时间(timeit)的交互

项(didit)来衡量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当政策实施省份和政策实施时间

同时取值为１时,didit的取值为１,其他情况下didit的取值均为０.据此,可以将样本划分为４组,分
别为:政策实施前的试验组(policyit＝１,timeit＝０)、政策实施后的试验组(policyit＝１,timeit＝１)、
政策实施前的对照组(policyit＝０,timeit＝０)和政策实施后的对照组(policyit＝０,timeit＝１),然后

构建如下未考虑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模型:

Yit＝β０＋β１policyit＋δ０timeit＋δ１didit＋εit (１)
式(１)中,β１ 控制各省份之间的固定效应,δ０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δ１ 反映政策实施的效果.
对于未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省份,即当policyit＝０时,政策实施前后农户人均收入分别表

示为:

Yit＝
β０

β０＋δ０

;timeit＝０
;timeit＝１{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２)

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对照组农户人均收入的变动为δ０.
同理,对于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省份,即当policyit＝１时,政策实施前后农户人均收入分别

表示为:

Yit＝
β０＋β１

β０＋β１＋δ０＋δ１

;timeit＝０
;timeit＝１{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３)

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试验组农户人均收入的变动为δ０＋δ１,结合对照组的农户人

均收入变动δ０ 可知,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净效应”为δ１,即为交互项didit 的系数.其中,当δ１＞０
时,表示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长有正向效应;当δ１＜０时,则为负向效应.

表１　DID模型中各参数的含义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
(timeit＝０)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
(timeit＝１) 差分

未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省份(policyit＝０) β０ β０＋β１ ΔY０＝δ０

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省份(policyit＝１) β０＋β１ β０＋β１ ΔY１＝δ０＋δ１

DID ΔY＝δ１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适应性检验

　　１．数据说明

(１)样本选择.本文采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农户收入与

农户所在省份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而且同一个省份的农户可能会选择小

麦和玉米轮作,水稻和玉米轮作,或者主粮与其他作物轮作,因此,只要农户至少种植三种主粮中的一

种即可作为样本农户.为了获得平衡面板数据,首先在全体样本中剔除了非连续观察和关键数据(如
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农户收入等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再在剩余样本中保留了家庭经营主业为农

业的农户;同时出于对数据质量和统计口径变化的考虑,保留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样本及其分布

情况如表２所示.
政策实施时间time的取值方式为,该省首次实施某种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年份及以后各年取值

均为１,其余年份取值则均为０.具体来看,最早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省份(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取值均为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取值均为０;实施小麦最低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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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价政策的省份(河北、山东、河南和江苏)①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取值均为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取值均为

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其他省份(辽宁和广西),以及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

其他省份(内蒙古)取值均为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取值均为０.
表２　样本分布情况

主产省 村/个 户数 占比/％
政策开始
实施年份

主产省 村/个 户数 占比/％
政策开始
实施年份

政策
实施
省份

吉林 ４ ２６８ ７．１２ ２００５ 河北 ４ ３８７ 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
黑龙江 ３ ２８１ ７．４７ ２００５ 山东 ５ ４２２ １１．２２ ２００６
安徽 ４ ３６１ ９．６０ ２００５ 河南 ５ ４６０ １２．２３ ２００６
江西 ３ ２１９ ５．８２ ２００５ 江苏 ３ ２０３ ５．４０ ２００６
湖北 ２ ２５１ ６．６７ ２００５ 辽宁 ３ １８７ ４．９７ ２００８
湖南 ２ １９０ ５．０５ ２００５ 广西 ３ ２３４ ６．２２ ２００８
四川 ２ １４２ ３．７７ ２００５ 内蒙古 ２ １５７ ４．１７ ２００８

政策
未实施
省份

山西 ４ ５４１ ２４．５８ － 浙江 ３ ２８１ １２．７７ －
陕西 ３ ３０９ １４．０４ － 广东 ３ １８４ ８．３６ －
甘肃 ２ ２８５ １２．９５ － 云南 ３ ３２１ １４．５８ －
新疆 ２ １１１ ５．０４ － 贵州 ２ １６９ ７．６８ －

　　(２)变量说明.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分别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政策特征和区域特征等方面来进行变量定义.其中,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

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和健康状况;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耕地总面积、主粮面

积占比和主粮种植规模;政策特征变量包括农户所在省份是否实施政策、当年是否实施政策和政策类

型;区域特征变量包括农户所在村经济水平、所在省经济水平和省份所在地区.各个变量说明及其主

要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除policy 和time以外的解释变量均为控制变量.
表３　变量说明及其主要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及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取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
释变
量

个人
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 lnincome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 ８．６２ ０．７９
人均种粮收入 lngincome 人均种粮收入的对数值 ７．１６ ０．５４
人均其他收入 lnoincome 人均其他收入的对数值 ８．３５ ０．６６

户主年龄 age 户主年龄 ５４．３２ ９．４３
教育程度 edu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６．５３ １．５５

是否担任村干部 leader 是＝１;否＝０ ０．０４ ０．２３
健康状况 health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均值② ４．１２ ０．６０

家庭
特征

农业劳动力比重 labor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数比例 ０．４１ １．５５
耕地总面积 area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１．２９ ３．５２

主粮面积占比 grain 主粮播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例 ０．７６ ０．３５

主粮种植规模 scale
主粮播种面积小于等于３亩＝ １;主粮播
种面积大于３亩小于等于１０亩＝２;

主粮播种面积大于１０亩＝３ １．２０ １．０３

政策
特征

所在省是否实施政策 policy 是＝１;否＝０ ０．６１ ０．４３
所在省当年是否实施政策 time 是＝１;否＝０ ０．５７ ０．４９

政策类型 type 实施一项政策＝１;实施两项政策＝２③ １．３９ １．１６

区域
特征

村经济水平 vincome 农户所在村人均收入/元 ５４８４．２５ ５０１３．５２
省经济水平 pincome 农户所在省人均收入/元 ６５１９．１１ ５９７３．２４

省份所在地区 region 东部＝１;中部＝２;东北＝３;西部＝４ ④ ２．８４ １．２３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如果该省实施了多项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则从最早实施政策的年份开始计算.如吉林先从２００５年起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
后又从２００８年起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此时政策实施起始年份选定为２００５年.
健康状况评价分为“优”“良”“中”“差”和“丧失劳动能力”五类,分别赋值为５、４、３、２、１,依次代表健康状况逐渐下降.
部分省份同时实施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如安徽和湖北),还有部分省份同时实施了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如吉林、黑龙江和辽宁).
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和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东北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和辽

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新疆、广西、云南和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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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模型适应性检验

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省份并不是随机选择的,而和该省各主粮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显著相

关,因此将主粮产量或播种面积作为解释变量时,由于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间存在系统性差

异,会导致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为了消除 DID模型估计中可能会出现的偏误,本
文接下来分别对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和同质性进行了检验.

(１)随机性检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和该省的农户收入是否相关.DID模型的一个重要假

设是,需满足分组的随机性.本文首先采用Logit模型来检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省份的选择标

准是否和该省的农户收入相关.选取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的样本数据(最早实施

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将“是否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和农

户收入相关的主要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人均种粮收入、农户所在村人均收入

和农户所在省人均收入,并且在所有Logit模型中均以各省份GDP 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关于主粮

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省份标准选择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lnincome
０．０３６５
(０．５７)

lnvincome
－０．０２８３∗∗∗

(－６．９２)

lnpincome
－０．０１５３∗∗

(－２．４１)

lngincome
－０．０８７９
(－１．２３)

ln(GDP 增长率)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２０９ ０．４３２７∗∗

(０．４９) (－２．０１) (１．０３) (２．３０)

常数项 －１．０４５１∗∗∗ ０．３６９５∗ ０．６６１７ １．２５５０∗∗∗

(－４．３０) (２．０５) (０．８４) (５．２９)

R２ ０．４６３１ ０．４９２２ ０．４３３３ ０．４０２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t值,下同.

　　从表４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 GDP增长率后,农户所在村的人均收入和所在省的人

均收入系数估计值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省份被选择实施主

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可能性更大.但农户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种粮收入与是否实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之

间的关系不显著,这说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省份的选择不以该省农户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种粮收

入高低作为依据.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户的人均收入,而与农户所在村和省的人均收入没有直

接关系,可以认为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省份的选择是随机的,随机性检验得以实现.
(２)同质性检验:政策实施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农户收入走势是否相同.DID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假

设是,在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试验组之间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需要验证在主粮价格支持政策

实施前,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间的农户人均收入(包括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是否具有相同的

走势.对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人均种粮收

入和人均其他收入的差异进行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知,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实施前后,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的农户人均收入差距确实有所拉大,但该差距变化在统计上并

不显著.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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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农户收入差异的t检验结果

变量
政策实施省份

实施前 实施后

政策未实施省份

实施前 实施后

收入差异的t检验

实施前 实施后

家庭人均收入 ３２２１．６５ ７６８４．９１ ３５４４．７５ ８１１２．３７
３２３．１０ ４２７．４６
(０．７９) (１．２６)

人均种粮收入 ９３８．２２ １７４６．８１ ６０７．４９ １００３．８９
－３３０．７３ －７４２．９２
(－０．６３) (－１．３３)

人均其他收入 ２２８３．４２ ５９３８．０９ ２９４７．５４ ７１０８．０９
６５３．８３ １１７０．３８
(１．０９) (１．２５)

　注:政策实施前后划分同表２.

表６　农户人均收入同质性的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lnincome lngincome lnoincome

policy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５６) (１．０７) (０．７１)

常数项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３０∗∗∗

(３．５６) (２．９４) (３．２２)

R２ ０．２７６１ ０．４０２６ ０．３１４１

　　进一步将农户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实

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policy)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政策

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在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

的人均收入是否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即是否存在同质

性,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估计结果同样证明,主粮价

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政策实施省份和未实施省份的农

户家庭人均收入、人均种粮收入和人均其他收入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验证了样本农户人均收

入同质性的假设,也进一步说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具有外生性.

　　四、实证分析

　　１．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满足DID模型应用假设的前提下,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影响的DID模

型的混合 OLS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根据估计结果可知,各个模型整体上都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根据policy 和time交互项did 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主粮价格的实施并未对政策实施省份农户的

家庭人均收入增加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农户个人特征来看,农户年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

部和健康程度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担任村干部、身体越健康,其家庭人均

收入也越高.
表７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影响的DID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income

系数(１) 系数(２)
解释变量

lnincome
系数(１) 系数(２)

policy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３０４ labor －０．０２５８∗∗∗

(１．６８) (１．０９) (－１５．１５)

time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３６０∗∗∗ area ０．０１９９∗∗∗

(３．２０) (６．４２) (６．７５)

did ０．１５０３ ０．０３０２ grain －０．００７５∗

(１．９２) (１．７０) (－１．９３)

type ０．１８８０ scale ０．１０５９
(１．２９) (１．２８)

age －０．０００９ lnvincome ０．５５５１∗∗∗

(－０．８６) (５．３３)

edu ０．００１８∗∗∗ lnpincome ０．５８１９∗∗∗

(３．５６) (６．０２)

leader ０．０３７６∗∗∗ region －０．０４３８∗∗∗

(５．０３) (－４．３１)

health ０．０２４４∗∗∗ _cons －０．０７３２∗∗∗

(５．８１) (－７．４６)

R２ ０．３７４４ ０．２９３９
　注:系数(１)列是未考虑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系数(２)列是考虑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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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和主粮面积占比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均有显著

负向作用,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主粮种植规模对农户家庭人均收

入的作用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主粮面积占比越大,其家庭人均

收入则越低,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主粮种植规模越大,则种粮收入在家庭总收入

中所占比例也越高,而以种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实际上大多要低于以其他收

入来源为主的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越大的农户收入往往也越高,但是主粮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人均

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从农户所在区域特征来看,农户所在村人均收入和所在省份人均收入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增

加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系数估计值均相对较大,分别为０．５５５１和０．５８１９,说明农户所在村和

省的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也相对越高.而农户所处省份的地区有显著负向效应,结合本

文对地区虚拟变量的赋值方式可知,由于东、中、东北和西部的人均收入呈依次递减趋势,因此,在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也越高.
以上分析表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方面并未发挥显著的正向作

用,而农户所在村的人均收入、所在省份的人均收入以及农户所在的地区,即农户所处地区的整体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户的家庭人均收

入相对也越高.

２．基于农户收入结构的进一步分析

接下来将农户收入分为“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两部分,通过分别研究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

户人均种粮收入和人均其他收入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相关

估计结果如表８所示.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部分解释变量对“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系数估

计值大小及其显著性并不一致,说明同一种因素,对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可能有显著差异.
表８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人均种粮收入和人均其他收入影响的DID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gincome

系数(１) 系数(２)
lnoincome

系数(１) 系数(２)
解释变量

lngincome
系数(２)

lngincome
系数(２)

policy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４７３∗

labor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２９５∗∗∗

(６．７２) (５．０８) (１．０７) (１．９７) (１０．３３) (－１０．１６)

time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１６３３∗∗∗ ０．００５１∗∗∗
area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１０４∗∗∗

(５．２７) (６．７３) (３．８８) (５．８７) (４．２８) (５．７７)

did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４４３∗∗∗ ０．１３８７ ０．０５９７
grain

０．１３５３∗∗∗ －０．２３１０∗∗∗

(３．３９) (４．９８) (１．０１) (１．５８) (１０．０２) (－１０．１７)

type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９４８

scale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９２５

(４．２４) (１．４４) (１．４７) (０．８５)

age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lnvincome ０．２２１７∗∗∗ ０．６１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３) (４．３９) (５．００)

edu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７∗∗∗
lnpincome

０．３７６１∗∗∗ ０．７９８８∗∗∗

(－２．４４) (３．７０) (５．２７) (５．４０)

leader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６１３∗∗∗

region
－０．２２７１∗∗∗ －０．０２１３∗∗∗

(０．８５) (４．２９) (－３．８９) (－３．８８)

health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２７５∗∗∗
_cons ０．２９５２∗∗∗ ０．２９９１∗∗∗

(４．６６) (４．０９) (８．０９) (８．３０)

R２ ０．３９１１ ０．２８６２ ０．４８８４ ０．３５０１

　　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policy 和time交互项did 的系数估计值表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

增加农户种粮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从政策类型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实施的政策种类

越多,对农户种粮收入增加的效应越明显,即同时实施两种政策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主粮价

格支持政策对农户其他收入增加的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

入增加的效应只是反映在对农户种粮收入增加的促进上,而对农户其他收入的增加没有影响.主要

原因是,随着农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近年来其他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并且远高于种

粮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重.从样本农户收入构成的计算可知,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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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左右,其他收入是农户总收入的构成主体.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虽然在增加农户种粮收

入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种粮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导致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

户总体的收入提高并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通过其他收入的增加来

带动.
从农户个人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对其种粮收入的增加有负向效应,但对其他收入的增加有正向

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从事比较收益相对较低的粮食种植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可

能性越小,而会更倾向于从事比较收益相对较高的非农工作,并以此来获得更高收入.是否担任村干

部对农户种粮收入增加的效应不显著,但对其他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往

往比普通农户在自身文化素质和其他外界环境方面更有优势,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更大.
健康程度对农户的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越健康,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也都

越高;目前,由于我国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尚不健全,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

的收入和生活条件,而且越健康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参与粮食生产和其他经营性活动的能力越强,提高

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农户其他收

入增加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的农户种粮收入也越高,但与此同时,从事非农

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就越少,导致其他收入也越少.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农户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增

加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的家庭耕地面积越多,可以通过增加主粮播种面积来增加种粮收入,也
可以通过种植其他作物或将土地出租或流转来增加其他收入.主粮面积占比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增加

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其他收入的增加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从农户所在区域特征来看,农户所在村的人均收入和所在省份的人均收入对农户种粮收入和其

他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农户所在村和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农户的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也

都相对越高;而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即经济水平越不发

达,农户的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也都相对越低.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只对政策实施省份农户的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正向效

应,并且与农户所处地区经济特征对农户收入增加的影响程度相比,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作用程度相

对较小.因此,从总体上看,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力源泉是农户其他收入的增长和当地经

济发展的带动.

　　五、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本文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

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人均种粮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效应,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

对于增加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只是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人均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

的促进效应,并且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

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农户收入的增加仍主要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通过实

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来增加农户收入的效果总体上并不明显.

２．启　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提高农民收入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在“价补分离”

的原则下,针对具体的政策目标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即“保供给”的目标交给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保
收益”的目标交给粮食补贴政策,通过不同的政策实现两个目标.通过建立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

相配套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补贴,使农民的收入不受或少受政策改革的影响,
从而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

(２)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问题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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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而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仅依靠实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已经效果甚微.因此,应将农民增收问题与其他产业的发展协同考虑,通过与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精准脱贫战略等相结合,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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